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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 世纪的今天，难民问题依旧是当代英语作家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

米德的《西去》是一部聚焦难民问题的小说，它讲述了以萨伊德与纳迪亚为代表的难民艰辛的心路历程。从

跨国难民所遭遇的源自地理、文化以及精神等三重空间变动，难民在接纳国身份调适的多重障碍以及难民的

身份建构等三方面展开，重点探讨小说中难民在接纳国的身份建构问题，从而试图为难民问题寻求积极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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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知名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米德

（Mohsin Hamid， 1971—） 出生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

市拉合尔，他一生游历多国，曾旅居美国、英国、

意大利和希腊等地，堪称是一位“世界公民”。常

年旅居经历自是深刻影响了哈米德的个人写作，其

先后创作的《蛾烟》  （Moth Smoke，2000）、《拉合

尔 茶 馆 的 陌 生 人 》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2007）、《如何在崛起的亚洲赚取不义之财》  （How 

to Get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2013） 以及《西去》 

（Exit West，2017） 等作品皆呈现鲜明的跨国、旅居、

难民等色彩，尤其是《西去》这部小说，专门论述

了跨国难民问题。《西去》以战争为背景书写了一对

恋人的逃亡之路。男女主人公萨伊德（Saeed） 与

纳迪亚（Nadia） 在一个未名的战乱国家邂逅并且

恋爱，但由于本国战乱加剧，二人不得已离开故土，

通过“魔幻之门”这一媒介穿越到希腊的米科诺斯

岛、伦敦以及美国马林县等地，自此流散异乡。已

有研究也大都从难民问题入手，探讨作品中的难民

危机、难民心理以及后国族伦理共同体等话题。譬

如学者庞好农主要从心理层面剖析了难民的心路历

程，“个人情感、国家归属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虚

无感的形成表明战乱和恶劣生存环境会扭曲人性和

毁灭社会伦理”［1］；朱荣华则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出

发，“探讨了共同体多样态发展的可能性，主张为

解决新世纪难民危机问题进行的一次诗学探索，并

召唤读者积极参与建构一种具有后国族伦理性质的

共同体”［2］。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已较好地观照了

该小说的主题意蕴，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深刻理解

和把握该小说，但未免忽视了小说中难民的身份问

题。而难民的身份，涉及“一个或更多团体中成员

资格的建构”［3］问题，显然与难民团体彼此紧密联

系，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跨国难民迁移也呈

现出新的特点，难民身份研究也呈现出复杂、多样

的特点。“现代环境和现代体验切断了所有地理的

和种族特性的界线、阶级和国籍的界线、宗教和意

识形态的界线”［4］。如此一来，探究难民身份建构

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可以说，难民问题实则就是难

民在他乡的身份纠葛。但现有文献却鲜有对身份建

构方面的观照，可见对于小说中难民身份建构问题

的探究仍存在较大阐释空间。

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跨国难民的地理、

文化与精神三重空间转变，难民在接纳国身份调适

的多重障碍以及难民的身份建构等三个方面展开，

重点探讨小说中难民在接纳国的身份建构问题。

一、紊乱的身份 ：跨国难民的三重空间转变

于难民而言，逃离故国就意味着失去原有家

园，抵达他国则意味着栖息于新的家园。因此，家

园问题是整部小说的叙述核心。在流散异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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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跨国难民经历了三重空间转变：一则地理空间

的转变，二则文化身份的转变，三则精神空间的转

变。难民地理空间的转换必然意味着文化身份的改

变，而文化身份的改变则又极大影响了难民精神空

间的变化。这样说并非夸张，“在历史上，文化始

终被视为植根于空间”［5］。因此，“当地理空间发生

转变时就意味着脱离文化，人们变得无能为力并失

去其身份”［6］。此外，在学者梅西（Massey） 看来，

身份是多重的，当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带另一个地

方，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中，其身

份才能得以建构［7］。综上，在讨论跨国难民身份建

构问题时，探究难民三重空间的转变是极为重要的。

一方面，在每次完成地理空间转变进入一个新的接

纳国后，他们总是受到当地政府以及当地人的排挤、

威胁、恐吓甚至暴力压制，这一系列问题显然涉及

对难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接纳国艰难

求生中，他们也通过建立新家、建立议事会以及信

仰宗教等方式积极进行身份调适。但以萨伊德和纳

迪亚为代表的难民群体始终处于“他者”地位，其

文化身份始终无法得到认同，这导致其精神空间也

发生了变化。

首先，他们的地理空间发生了转变。这种地理

空间的转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而是通过特殊的媒

介“魔幻之门”来实现的。门在小说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象征意义。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在 其 散 文 集《 桥 与 门 》  （Bridge and Door，1991）

中就专门分析了门这一意象，他认为：“通过门，人

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8］。门的

意象是跨国难民身份流动性的体现，当难民无法在

接纳国实现自我调适时，他们只得通过“魔幻之门”

跨越到下一个接纳国。门既是终点又是起点，“魔

幻之门”在小说中不仅是地理空间转变的标志，还

象征着旧生活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由于对战乱

的恐惧，萨伊德和纳迪亚首先通过“魔幻之门”来

到米科诺斯岛上的一个难民区。至此，他们的地理

空间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他们住在难民营，但是难

民营里既没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又加

之疾病肆虐，许多人因此丧生。二人只得通过“魔

幻之门”来到“黑暗伦敦”，他们的地理空间完成

了第二次转变。在“黑暗伦敦”，他们遭受到当地

人的威胁、暴力袭击等，虽然最后和当地政府达成

协议，以劳动来换取生存权，但是由于二人始终处

于“他者”地位，其精神空间无法融入伦敦生活。

因此，纳迪亚突然提出要离开这个地方，放弃在这

里积累的一切，通过“魔幻之门”穿越到美国马林

县。至此，二人的地理空间完成第三次转变。

其次，他们的文化空间也发生了转变。在某些

学者看来，文化空间指的是一种交互性的社会建构，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是通过许多地理轴度上的联

系和交流构建的［9］。此外，学者张平功指出：“流散

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一种跨越，有着流散经历的个

人或群体往往会面临母国文化和异国文化的巨大差

异。”［10］88 因此，探究难民文化身份转变对于我们理

解难民身份建构有重要意义，正是难民独特的流散

经历造就了其文化身份的差异。难民是跨界生存者，

他们在出生地与移居地之间的生存，既是一种空间

位移，又意味着文化边界的跨越。而“文化边界不

断突破和跨越的行为本身也意味着跨国难民文化身

份的调适、转换甚至是重构”［11］。因此，在难民跨

界逃亡的过程中，包含了空间和文化边界的双重跨

越。当二人通过“魔幻之门”到达伦敦时，他们作

为边缘群体，势必会遭到当地人的强烈排斥。正如

朗西埃（Rancière） 指出，难民这群被排斥的人变

成了激进的他者，他们被排斥在社会共同体之外，

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他者”，无法共享将社会共同

体成员彼此连结起来的身份，此外，他们还威胁着

社会共同体内部的每一个人［12］。难民在这样一种

环境下，其文化身份根本无法得到认同。 “萨伊德

和纳迪亚还听说本地极端分子正组建联盟，并且得

到了政府的默许”［13］135。在一个全新的文化场景中，

难民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一个被排挤、被操控的地

位，如此绝望的处境使得难民的文化身份归属感更

加渺茫。在霍米·巴巴看来，“所有流散的族裔（包

括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只能处于一个文

化之间的世界，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传统

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14］。在“黑暗伦敦”，难民

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第三空间，不断在与当地人的冲

突与妥协之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最后与当地政

府达成协议，以劳动换生存。从表面上看，难民虽

然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但仔细思考，这种

身份认同仅仅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难民与当地政

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从本质上讲是不平等的，它只是

当地政府将难民边缘化的一种“好客”手段而已。

最后，他们在出生地与移居地之间的生存，不

仅仅是空间和文化边界的跨越，同时还意味着精神

空间的改变。有学者指出，宗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

外在的、有组织的内心精神性的表达［15］9。毫无疑问，

宗教信仰可以视为精神空间的载体。在小说中，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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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意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可以通过剖析宗教信仰的变化进而探究精神

空间的转变。在离开故国之前，萨伊德的家庭信奉

宗教，时常祷告，而当纳迪亚问萨伊德“你不做晚

祷吗？”，萨伊德回答说“不总是”［13］4，由此可见，

萨伊德对于宗教并非虔诚。但当二人到达黑暗伦敦

时，萨伊德仿佛变得虔诚起来。他遇到了来自他本

国的难民，“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有种不一样的

感觉。他感知到某些东西，不仅有精神层面的，还

有人性层面的”［13］152。到后来，二者流散到马林县，

萨伊德更虔诚了，祷告的次数更多了。而与此形成

对比的是，纳迪亚天性开放，向往新事物，在黑

暗伦敦时，“她既不祈祷，也不愿说家乡话，还躲

着同乡”［13］187。他们两人的精神世界仿佛越来越远，

二人最终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至此，萨伊德和

纳迪亚的精神空间与流散之前相比而言发生了巨

变。此外，对待“性”这件事上，纳迪亚和萨伊德

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性不仅是肉体的交合，

更是灵魂的共鸣。有学者指出，性和精神性紧密相

关，性行为不仅是生殖行为，而且是人类表达感官

享受、关系、忠诚的能力［15］40。这就意味着，当对

待“性”的态度发生转变时，精神空间也随之改变。

在逃离之前，萨伊德认为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相

比之下，纳迪亚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则比较开放，但

随着故国内战升级，二人最终发生性关系。之后在

逃亡途中，萨伊德和纳迪亚在对待性这件事上变得

愈发冷淡。由此可见，萨伊德和纳迪亚在对待“性”

的问题上的转变折射出其精神空间的变化。

综上，难民在跨界流动中，势必会面临地理空

间、文化空间以及精神空间的三重转变。地理空间

的变化对于难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空间起着极大的

影响，反过来，难民在接纳国的文化归属感和精神

认同感直接决定了难民去留。在接纳国，当地政府

和本地人又是如何对待难民的呢？难民又是如何在

艰难困境中积极进行自我调适的呢？

二、不好客的“好客”：在接纳国身份

调适的多重障碍

一方面，上述三重空间的转变是导致难民身份

紊乱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接纳国对于难民

的态度更是直接决定了难民的身份能否调适成功。

难民通过“魔幻之门”来到接纳国寻求庇护本质上

就相当于客人突然闯入主人家中，势必会引起主人

的“好客”行为。好客观念古已有之，于康德而

言，永久和平的前提就是人类克服其自然状态，达

到一种表现为公民社会的理性状态，其中法律、政

治起着关键作用［16］。而勒维纳斯则追求一种“绝对

好客”，他认为这是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是超越

纯粹政治思想而基于公正的。德里达的“好客”理

论则是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勒维纳斯的“绝

对好客”的基础上提出的［17］3-4。在德里达看来，外

人无外乎有这么两种：一是作为绝对他者的外人，

当客人到来时，“我”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欢迎、

服从客人；二是基于政治和法律的外人，即康德所

倡导的基于过滤和抉择的“有条件好客”，在进行

“好客”活动之前，客人必须回答“你是谁？” “你

来自哪里？”等问题，通过这一系列问题来确定好

客原则。可见好客问题与“客人”的身份问题紧密

相关，“客人”的身份问题显然是“主人”行使好

客行为的前提。接纳国的“好客行为”可以分为以

下两个方面：一则外部层面的不好客，包括接纳国

采取的暴力、科技手段对难民实施不好客；二则意

识形态层面的不好客，即接纳国通过与难民达成一

系列协议将其边缘化为“他者”。

首先，暴力作为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好客”手

段，对难民的身份构建极为不利。德里达认为：“在

古典的意义上，好客往往与以过滤、筛选、排斥和

暴力等方式实践的君权相伴相生”［18］。在“黑暗伦

敦”，当地人不断与难民发生冲突，谋杀及暴力袭

击也时有发生。由此可见，接纳国通过暴力、排斥

等手段阻碍难民身份调适，使难民始终处于生存恐

慌之中，使之身份无法顺利调适。

其次，科技作为接纳国提供的“不好客”因

素，自始至终也阻碍着难民的身份调适。有学者将

全球化定义为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延伸，其中科

技起了很大作用［19］。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以及科技

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前沿传播技术在流

散、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正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西

去》中含有大量的科技元素，从手机到互联网再到

无人机等。德里达认为，现代技术在改变好客条件

的同时，还导致了公共权力、公共领域对个人权力

和个人领域的渗透与入侵［17］55。“在居住地的边缘地

带，萨伊德和纳迪亚时不时会瞧见通讯设备和机器 

人”［13］154。由此可见，接纳国采取一系列科技手段

行使其“好客”行为，进而阻碍难民的自我调适。

最后，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难民在接纳国始终

处于“他者”地位，始终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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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一词在近当代也常常指对流亡者提供避难所或

保护的规定［17］3。接纳国与难民之间达成协议：萨

伊德和纳迪亚在工人营里干活，修建基础设施；作

为交换，伦敦政府承诺为难民修筑房屋。这个协议

看似平等，实则仅仅是将难民边缘化的一种手段而

已，工人营由一圈篱笆围起来，与外界隔绝，当地

政府企图逼迫孤立无援的难民屈服。

总之，基于过滤和抉择的“有条件好客”从一

开始就与权力、暴力紧密结合。接纳国运用暴力和

科技等手段为好客设置诸多条件，从根本上违背了

好客原则。这一系列手段以及当地人将难民边缘化

的态度把萨伊德和纳迪亚逼入绝境，致其身份调适

失败，最终只得再次通过“魔幻之门”逃往美国马

林县。

三、绝境中的积极尝试：跨国难民的身

份建构

虽然萨伊德和纳迪亚在米科诺斯岛和“黑暗伦

敦”进行身份调适时遭到了重重障碍，但他们始终

没有放弃自我身份的建构。每到一个接纳国，他们

首要任务就是建造一个家。因此，“家”这一隐喻

在难民身份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

一个小型的庇护所，更重要它还是精神的港湾。当

论及难民身份建构以及归属感时，“家”这一隐喻

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哈维尔（Havel） 等学者

认为“家”是不可剥夺的身份来源［20］。此外，萨

默维尔（Somerville） 也认为家是一种意识形态建

构［21］。因此，从战争爆发前的故国，到希腊的米科

诺斯岛，再到英国的“黑暗伦敦”以及美国马林县，

萨伊德和纳迪亚不断重复离家、重建家、再离开，

在这一循环中其难民身份不断建构与解构。

正如萨义德所言，个体的身份说到底都是一种

社会建构［22］。个体也只有处在社会中，其身份才能

得以建构。萨伊德和纳迪亚来到“黑暗伦敦”，他

们积极融入“议事会”，这正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跨国难民身份的构建，必然涉及到接纳国对其身份

的认同。学者巴特勒指出，将一个人识别为寻求庇

护者已成为“拒绝承认的工具”［23］。因此，难民作

为寻求庇护者一开始在进入接纳国时，其身份无法

得到承认。在伦敦，难民之间也通过建立小型议事

会积极寻求一些基本的生存权益，这小型的议事会

实则是一个共同体，也是萨伊德和纳迪亚身份建构

的重要载体。随着大批难民涌入伦敦，当地人和难

民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谋杀、冲突、强奸、暴

恐等等事件时有发生，但难民只得在这样恶劣的环

境下夹缝里求生存，一个小小的议事会把难民团结

在了一起，目的是为了应对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

在议事会上，他们商议应对对策，最终同政府达成

协议：难民“清理地皮，修建基础设施，并用劳动

交换住处”［13］170 ；政府也承诺为难民提供住宅，并

且修一条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中，虽然萨伊

德和纳迪亚出现了情感危机，但这并不能说明其身

份建构失败。恰恰相反，在进入美国马林县后，两

人开启了各自全新的生活，顺利完成个体身份的

建构。 “身份建构过程是交互性文化适应的一部

分”［24］。也就是说，难民只有与接纳国文化进行交

互性适应，其身份才能得以建构。到达马林县后，

他们并没有遭到类似于“黑暗伦敦”那样的对待。

然而战乱以及无尽的逃离已经使得萨伊德和纳迪亚

之间的激情荡然无存。有学者指出，战乱可以短暂

地激起人们的爱欲，但无休止的战乱和动荡生活会

扼杀爱欲，使人进入情感冷漠的荒凉世界［1］。虽然

战争以及流亡对萨伊德和纳迪亚所造成的创伤已经

无法愈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人身份建构的失败。

二人在新的环境中积极进行交互性文化适应，并最

终追求到了各自的爱情。这恰恰表明了两人的身份

在加州的马林县得以建构。

四、结  语

通过分析跨国难民地理空间、文化身份以及精

神空间的三重转变，并聚焦难民在接纳国进行身份

调适时遭遇的多重障碍，以上探讨了跨国难民在接

纳国进行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做出的诸多尝试。一方

面，从难民角度出发，难民既需要寻求文化身份认

同与精神归属，又需要在接纳国做出积极尝试；另

一方面，接纳国对于难民的态度对难民身份建构也

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解决难民问题需要难

民和接纳国的共同努力。

正如小说第十章结尾所说的那样，“人人都是

移民”，“我们都是时间的移民”。［13］209 小说给我们一

种启示，人类总是处于不断流动之中，需要构建一

个包容、互助的命运共同体。小说虽然仅是描述萨

伊德和纳迪亚个人的遭遇，但是实际上却是为难民

危机寻找到一条解决的道路。哈米德作为一名流散

作家，具有强烈的身份危机感，“他们作品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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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们所感受到的文化身份困惑和因此而产生的痛

苦迷惘，其实就是这些作家流散身份意识的一种表

征”［10］99。哈米德以其细腻的写作手法，生动刻画了

以萨伊德和纳迪亚为代表的难民群体艰辛的流散过

程，他们遭受着地理、文化以及精神等方面的多重

困境，而唯有构建一个和平、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才有望实现多种族、多元文化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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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tual Implication of Zhong Rong’s Criticism Method in His Poetry Review � （CHENG Jing-mu）
Abstract：The hierarchical concept contained in the rituals and etiquette of the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Zhong Rong’s “Pindi” criticism method in his Poetry Review.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Zhong Rong， who studied under 
Wang Jian the master of Ritual Study， and his cultural and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determined that h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pplied the idea of hierarchy when appraising the poets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thus forming a unique theoretical form. In his 
poetic criticism work Poetry Review，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deep thinking and profound meaning，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between his theory of rituals and his poetics in terms of aesthetic values， ideological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This clearly reflects the 
deep connections to and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rituals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Poetry Review；Criticism method； “Pindi”；Study of Rituals

On the Writing of Marine Ethnic Group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  
� （ZHANG Heng）

Abstract：Since the dawn of the new century， the writing of marine ethnic groups， the Tanka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literature has been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unique humanistic phenomena and activity scenes of Danjia. This kind of works starts from the 
junk（boat）， tries to restores the ‘presence’ atmosphere at se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extends the marine sentiments around the unique 

‘junk’ space experience， focuses on the identity tracing when the boat people left the junks and went ashore， and characterizes typical 
marine ‘ethnic’ characters， highlights the traditional charm and rich heritage of the marine cultur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shows the pluralistic thinking based on reality， and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regional literature writing and marine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New century；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literature；Marine ethnic groups ；writing of the Tankas；Artistic  
features

The Difficult Journey of Transnational Refuge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Mohsin Hamid’s Exit West �  
� （HUANG Chao，LOU Hong-liang）

Abstract：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fugee issue has undoubtedly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writers.  
Pakistan-British writer Hamid’s Exit West is a novel with the refugee issue as its theme.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difficult mental journey of 
refugees represented by Saeed and Nadia. From the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changes encountered by transnational refugees， the 
multiple obstacles to identity adjustment in the host countries， and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refugees in the novel in their host countries so as to seek a positive solution to the refugee problem.

Key words：Mohsin Hamid；Exit West；Transnational refugees；Identity construction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SFA 
� （LI Yun-meng）                                              

Abstract：Based on the technology input and output data of Zhuhai， Zhongshan， and Jiangmen in the past 10 years， a model was  
constructed using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 method to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input and outp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output in the three cities along the Pearl River is relatively similar，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ocal time periods. Zhongshan showed a strong trend in the medium term and a weak trend later in the period， while Zhuhai 
and Jiangmen showed a recent strengthening trend. Moreover， Zhuhai and Jiangmen have seen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times，  
reflect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riving development. Finally，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achieving  
innovation-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SFA；Innovation efficiency；High quality development；Zhuhai， Zhongshan， and Jiangmen；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Mechanism and Path for Building a Modern Smart Zhaoqing City � （QING Jue）
Abstract：Smart cit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nnovative driving force and the inevitabl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uture cities. It will boost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new Zhaoqing city with remarkable results， but the 
problems revealed in this process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its own re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Zhaoqing shoul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policy， society and economy，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improve digital governance， cultivate 
smart industries， and create a new， smart， livable， green， and innovative-type modern city.

Key words：Smart cities；Modern new cities；Zhaoqing；Digital governance

Research on Ways fo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 （BI Xian-ling）
Abstract：Rural revitaliz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inanc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operating costs and allow financial services to penetrate rural areas. By adopting big data  
analytic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overcome such adverse factors as farmers' lack of fixed income and collateral， to enable farmers to 
enjoy financial resources. Howeve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lso faces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oor 
financial knowledge of rural residents， an imperfect rural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and lagg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form along the path of increasing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ducating rural residents in basic finance， optimizing 
the digit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rural financial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supervision.

Key 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s；Financial supervision


